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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更不愿劳动力转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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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独生子女的劳动力转移行为是当前中国劳动力区域配置过程中的一个独有特征。通过建立父母

照护假设下的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合理修正传统劳动力转移理论前提，并利用 CLDS2016 数据库进行经验

研究，试图理解独生子女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显

著负效应;“双亲照护”不仅对独生子女的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的显著负影响，而且与独生子女变量的交互项

显著为负，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为负的中介效应。因此，对独生子女家庭及父母照护进行社会支持，不仅

符合社会保障和公平标准，而且可能符合经济效率标准; 政府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支持力度，提高

老年机构照护和社会照护水平，缓解个体的劳动力转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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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劳动力区域转移不仅能够提高个人收入，切断低收入的代际传递［1］，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劳

动力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2］; 尤其在当前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提高劳动力转移配置效率也是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既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人口双下

降，也面临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双下降现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

2. 86 亿人，比上年末减少 450 万人。其中流动人口 2． 41 亿人，比上年末减少 378 万人①。也就是说，

无论是劳动力供给还是劳动力转移，数量均出现了“逆转向下”现象。
当前劳动力转移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及家庭老人照护问

题。自 1980 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已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 第一代独生子女

的父母年龄普遍进入 60 ～ 70 岁，之前尚未暴露的老人照护问题日益严峻，独生子女需要独自承担家

庭老人照护责任，因此可能偏向于不愿离开父母进行劳动力转移。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很少，也不

支持这一直觉假设; 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没有涉及独生子女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 新人口迁移理

论、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虽然涉及劳动力转移的家庭成本，却没有涉及独生子女因素。因此，面对独

生子女的劳动力转移问题，我们尚需从理论上进一步检验: 独生子女如何做出劳动力转移决策? 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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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家庭是否存在更为严重的老人照护与劳动力转移冲突? 政府政策又该如何应对? 本文将立足老

龄化背景和中国特殊时期的独生子女家庭特征，合理修正传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前提，建立父母照护

假设下的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并进行经验验证，试图理解独生子女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负影响及其

机理，为政府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评述

本文所指“劳动力转移”，是成年劳动力的区域迁移变动。它既包括具有户籍变动特征的“劳动力

迁移”，也包括无户籍变动的居住地变动，这一定义比较符合中国大量存在的“暂时性迁移”特征; 但它

不含居住地不变的“劳动力流动”，也不包括同城、同单位内的工作流动。因此，总体来看，“劳动力转

移”的外延介于经典“劳动力迁移”与“劳动力流动”之间。
关于独生子女的劳动力转移问题，最早的表述来自著名社会学家边燕杰［3］教授 1986 年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该文指出，由于需要考虑“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以后的家庭生活问

题”，家庭“会与子女尽可能近居，不让子女到远地婚居，以便联系互相照顾”。但独生子女父母“不愿

孩子离开家庭到外地工作，这将妨碍人才的合理布局、正常流动”。此后，他本人和学术界没有对该问

题展开进一步的论证。
梳理关于劳动力转移、独生子女相关文献，理论界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经典的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转移决策取决于收益与成本比较。从劳动力转移的收

益看，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为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如刘易斯( Lewis) 模型、拉尼斯—费

景汉( Ｒanis-Fei) 模型、托达罗( Todaro) 模型、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4］等。从劳动力转移的成本

看，新人口迁移理论将家庭风险成本最小化作为劳动力迁移的目标［5-7］; 其次是心理学领域的“工作—
家庭冲突”理论，将“家庭角色”作为“工作”的机会成本看待，如带来了人的心理焦虑、痛苦等［8］。显

然，经典迁移理论适用于人口年龄年轻化社会，但却不符合当前全球普遍老龄化的时代，因为忽视了

老人照护这一因素。
第二，“老人照护”是否成为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取决于动态生命周期和经济发展阶段。随着

老龄化到来，“老人照护”( Caregiving) 概念，包括“父母照护”( 或非正式照护，指子女对父母的照护。
这里忽视老人配偶照护) 和机构、社会照护( 或正式照护) ，进入了理论视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

者们开始关注父母照护与子女就业是否冲突的研究［9-11］。研究发现了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父母照护

是否成为子女“工作”的机会成本，取决于动态生命周期，即低龄老人照护不会引起工作冲突［12-14］，而

高龄老人照护则与子女就业显著负相关［15-16］。二是父母照护与子女“就业”是否存在冲突可能取决于

不同国别或经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达国家，对老人的正式照护或机构、社会照护，是父母照护的有

效替代; 而在发展中国家，没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老人照护处于由子女负责的阶段，对劳动就

业具有显著负效应［17-21］。三是父母照护同时也是子女“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尽管有学者认为，

劳动力迁移是一种应对家庭经济风险的策略，可以为老人照护提供经济支持，但大量学者承认劳动力

迁移加剧了迁出地的老龄化问题，给非正式的养老体系造成了压力［22］，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与留

守老人生活照料之间存在显著冲突［23-25］。
第三，“父母照护”是不是独生子女劳动力转移的更大机会成本，存在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不一致。

一种理论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子女数量”对老人照护有相当显著的责任分担作用，反过来说，子女

数量越少，老人照护责任更大［17］。但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照护没有影响，因为老人

照护主要由配偶完成，还有社会机构的正式照护［26］。而在已有的经验研究中，较少结果是成年独生

子女更倾向于离开父母进行劳动力区域转移。如肖富群［27］发现，独生子女变量对市外、省外就业具

有显著正效应。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与经验的背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独生

子女的父母照护责任不同。当年龄偏小时，成年独生子女更倾向于离开父母居住［28-29］; “随着年龄的

增大，独生子女父母逐渐进入老年阶段，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当前的这种就业地点差异可能会发生

反向的改变”［27］。因此，独生子女的劳动力转移行为可能存在一个时间动态上的变化路径，越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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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父母照护的成本越大［17］。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是个体或家庭最优化决策的结果。传统迁移理论主要关注

预期收入最大化，比较适合人口年龄年轻化社会; 工作—家庭冲突理论揭示了工作、就业的机会成本，

将家庭与工作平衡放在重要位置，尤其适合老龄化社会需要“父母照护”这一严峻现实。但是，这些研

究均没有涉及中国特殊的独生子女家庭这一前提。此外，对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独生

子女的心理及个人日常生活方式方面［30］，少量涉及独生子女劳动力转移［27］。由于样本低的问题，未

证实独生子女对劳动力转移的负效应，出现了理论与经验的背反。本文的贡献在于: 第一，通过建立

父母照护假设下的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理论推演了独生子女的父母照护对劳动力转移成本具有“门

槛效应”; 第二，采用样本年龄更适当的数据库，验证了独生子女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影响，

而且这种负效应通过与父母照护的交互关系进行了传递。
三、理论框架与模型设定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是一个独特的人口现象。1980 年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其中，城市居

民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同时，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六省市的农村汉族居民也一律实

行独生子女政策［27］。从独生子女规模来看，2010 年全国独生子女的总量已达到 1． 45 亿左右［31］。由

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发展到由社会机构来承担主要照护责任这个阶段，因此，基于代际利他

主义、责任、习俗、规范、互惠等原因［16］，独生子女是承担父母照护责任的主体［32］。
我们假设: 独生子女的父母照护存在一个动态的生命周期，即独生子女父母处于“低龄”( 特指不

需要子女照护) 时不仅不需赡养而且可得到支持，而当父母“高龄”( 特指需要子女照护) 则必须承担

更多责任。根据已有研究，父母照护是否成为子女“工作”的机会成本，取决于动态生命周期，因此，我

们也可以类似推断，独生子女对父母照护存在父母年龄的“门槛”值，即跨过父母年龄的“门槛”后，父

母照护将成为独生子女劳动力区域转移的机会成本。当前，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正处

于劳动年龄阶段，其父母年龄已进入 60 ～ 70 岁，父母照护与劳动力转移的矛盾会有一个逐步凸显

过程。
( 一) 理论模型

假设: ( 1) 家庭需要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更高收入，同时也要考虑承担父母照护的责任; ( 2) 如果

没有劳动力转移，那么父母照护可以在工作间隙完成，不需要成本; ( 3) 父母照护成本可以由子女数量

进行分担。那么，家庭可能面临劳动力转移与家庭老人照护的冲突，或者说，父母照护就是子女劳动

力转移带来的成本; 不存在其他劳动力转移成本。独生子女因劳动力具有唯一性，要独自担当父母照

护成本，因此可以预期，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将降低。下面我们用一个最优化效用函数模型来表述。
现假设存在城市和农村，u 代表城市( 转入地) ，r 代表农村( 转出地) ; 假定每个家庭将成员分为两

类: 成年子女劳动力人数为 N、非劳动力( 老人) 人数为 No，非劳动力( 老人) 的年龄 G 为门槛值特征标

量( G ＞ 0 则需要照护，G≤ 0 则不需要) ，家庭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家中成年子女即劳动力，劳动力转

移的概率为 P。假定城市的人均收入高于农村，即 Yu ＞ Yr，那么每个家庭为了使预期效用最大化，决定

是否转移劳动力比例 P。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具有机会成本，即父母照护成本，这一成本须由没有转

移的劳动力分担。
因此，我们以 Phan and Coxhead［33］的省际劳动力转移模型为基础，构建一个风险中性的家庭效用

函数:

U = Max P × N × Yu + ( 1 － P) N × Yr －
N0 × G

( 1 － P)[ ]N

σ

D[ ]r ( 1)

其中，D 是迁出、迁入两个地区间的距离。假设 σ ＞ 0 和 r ＞ 0。σ ＞ 0 意味着照顾老人的成本递增，

r ＞ 0 表示转移的距离会增加劳动力转移成本。
与传统迁移模型不同的是，我们上面的模型增加了一项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父母照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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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即 C = No × G
( 1 － P)[ ]N

σ

Dγ ; 与 Phan and Coxhead［33］模型的另一个不同是，他们的成本方程是劳动力

转移距离、转移概率、未转移概率的指数函数; 而我们这里的关键假设是: 存在父母照护成本 No × G，

由老人人数与其年龄的乘积构成，人数、年龄越大则成本越高; 而且照护成本由剩余成年子女分担，即

No × G
( 1 － P)( )N

，不存在老人配偶照护和社会机构照护。这一假设比较符合高龄老人情形和社会养老不

发达情形; 这一假设也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父母照护责任。
就效用函数 U 对 P 求导，得到最优化一阶条件:

P = 1 －
σ

1
σ+1 ( No × G)

σ
σ+1 × D

γ
σ+1

N × ( Yu － Yr )
1

σ+1
( 2)

这就是子女劳动力转移的最优行为方程。显然，由比较静态分析得出: P
( Yu － Yr )

＞ 0。

这就是传统迁移理论解释的收入差距导致迁移。

同时有: P
No

＜ 0; P
G

＜ 0; P
D

＜ 0; P
N

＞ 0;

即父母照护、老人年龄、转移距离都不利于劳动力转移; 而劳动力数量越大，转移概率越大。
现在我们考虑特殊情形: 假定父母照护的成本是线性的，从而有 σ = 1。这样，劳动力转移成本函

数是递增函数( σ + r ＞ 1) ，这也符合传统成本函数特性。最优化一阶条件可简化为:

P = 1 －
( No × G)

1
2 × D

γ
2

N × ( Yu － Yr )
1
2

( 3)

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发现，上式中父母照护成本 No × G 等变量，对劳动力转移概率有以下重要

影响:

( 1) 假如 No × G→0，即无须进行父母照护。那么，劳动力转移概率主要取决于分母中的收入差

距( Yu － Yr ) 。这就是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的预期。这符合成年子女父母处于“低龄”时期情形，也适

合于完全由社会机构照护的情形。
( 2) 假 如 No，G 或 D 大 到 足 够 可 以 抵 消 收 入 差 距 ( Yu － Yr ) ，以 致 上 式 右 边 的 项

( No × G)
1
2 × D

γ
2

N × ( Yu － Yr )
[ ]1

2
等于 1，那么，劳动力转移概率趋于 0。这符合成年子女的父母处于“高龄”时期

情形。
( 3) 假如劳动力数量 N 等于 1，也就是独生子女家庭，那么，若其他条件不变，劳动力转移概率将

成比例下降。

( 4) P
NoN

＞ 0，即父母照护与子女数量的交互项对劳动力转移产生正影响。反推之，当父母照护

且子女数量越少( 极端情形是独生子女) 时，其交互项对劳动力转移的效应为负。
因此，本文的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同时又考虑到劳动力转

移的机会成本和劳动力数量，并且得到三个新的推论: 一是独生子女因素将减少劳动力转移概率; 二

是独生子女对父母照护存在父母年龄的“门槛”值，即跨过父母年龄的“门槛”后，父母照护将成为独

生子女劳动力区域转移的机会成本; 三是父母照护与独生子女的交互项对劳动力转移产生负影响。
( 二) 经验识别策略

1． 为了识别独生子女变量对劳动力转移的因果关系，在基准模型的构建方面，同时采用 Logit 模

型和线性概率模型( LPM) 给出估计。劳动力转移的条件概率可表示为:

P( y = 1) = f( α0 + α1X1 + α2X2 + … + αkXk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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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表示条件概率，y = 1 表示劳动力转移，Xi 表示影响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量，α 表示回归

系数。
2． 验证独生子女是否通过父母照护这一中介效应，对劳动力转移产生负影响。
3． 考虑到独生子女家庭生育决策的内生性，选择“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独生子女”变量的工具变

量进行估计。
(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生成

本文选择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2016 年的数据作为经验证据。该数据详细调查

了中国劳动力的转移情况，故而贴合本研究需要。我们选择了 16 ～ 60 岁的劳动力样本，并剔除了在

读学生数据，剩余总计 11 839 个样本。
因变量为“劳动力转移”。根据问卷中问题“请问您自 14 岁以来，您是否有过跨县市迁移经

历?”，生成“是否发生过劳动力转移”的虚拟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独生子女”虚拟变量，根据“您有

几位兄弟姐妹?”确定。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控制变量，包括父母照护、年龄变量、是否已婚、普通话水

平、长相、是否有失业保险、男性、是否在体制内工作、个人年收入对数、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及区域

变量。
变量选取中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由于数据中没有直接体现父母需要照护的变量，故我们根据“父

母是否健在”来生成“父母照护”的变量。具体来说，我们将“父母照护”细分为“单亲照护”和“双亲照

护”两个二元虚拟变量。其中，若父母二人只有一人健在设为“单亲照护”; 若父母都健在则设为“双

亲照护”。这是因为只要父母有人健在，那么必然会对子女产生或多或少的照护需求，且双亲都健在

势必比单亲健在对子女的照护需求要求更高，因此需要加以细分; 而父母都不在世时，则对于子女的

照护需求将随之消失，因此用“父母是否健在”来代表“父母照护”的虚拟变量有一定合理性。第二，

依据本文模型的推论，独生子女对父母照护存在父母年龄的“门槛”值，并且不同时期出生的个体也拥

有不同的流动性动机及条件。因此，我们根据样本平均年龄 45 岁构建了年龄的二元虚拟变量

( average = 1) ，当个体大于 45 岁时，取“1”，小于等于 45 岁时，取“0”。
各变量的生成及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及定义

类型 变量名 变量含义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transfer 劳动力转移 离散变量，14 岁后发生劳动力跨县市转移 = 1，未发生 = 0
解释变量 only 独生子女 离散变量，是独生子女 = 1，不是 = 0

控制
变量

个人特征
变量

地区特征
变量

singlecare 单亲照护 离散变量，父母至少一人健在 = 1，否则 = 0
doublecare 双亲照护 离散变量，父母两人健在 = 1，否则 = 0
beauty 长相 有序变量，1 ～ 10，数值越高，长相越好

lan 普通话水平 有序变量，1 ～ 5，数值越高，普通话水平越好

nowhukou 农业户口 离散变量，农业户口 = 1，非农户口 = 0
male 男性 离散变量，男性 = 1，女性 = 0

lnincome 年收入对数 连续变量，个人年收入对数

system 体制内工作
离散变量，在国家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国有 /集体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村委会等自治组织工作 =1，否则 =0

marry 已婚 离散变量，初婚、再婚、离异、丧偶 = 1，其他 = 0
edu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受教育年限

health 健康程度 有序变量，1 ～ 5，数值越高，健康水平越好

unemployment 失业保险 离散变量，有失业保险 = 1，否则 = 0
east 东部 离散变量，东部地区 = 1，否则 = 0
west 西部 离散变量，西部地区 = 1，否则 = 0

middle 中部 离散变量，中部地区 = 1，否则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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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结果

(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总样本为 11 839; 独生子女样本量为 729，其中，农业户口样本 320，非农户口样本 409。不论城镇

还是农村，非独生子女都占有更大比例，但城镇独生子女占比 10. 1%，农村只有 3. 8%。独生子女占

样本总体比例小且城乡分布差异大的原因，一是由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干预的是 1980 年以后出生人

群，且这些人群受到 1999 年高校扩招的影响，有大量的独生子女仍在接受教育，并未进入劳动力市

场; 二是城镇实行了更为严格、全面的独生子女政策。
表 2 是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个人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总体来看，非独生子女的

劳动力转移比例为 24% ，独生子女的劳动力转移比例仅为 18% ，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进一步分

析发现: ( 1 ) 非独生子女“单亲照护”的负担重于独生子女，而独生子女“双亲照护”的负担则重于

非独生子女; ( 2 ) 个人特征变量方面，独生子女的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体制内工作概率、失业保

险拥有率、健康水平、相貌水平、普通话水平均高于非独生子女，但已婚的概率却略低于非独生

子女。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劳动力转移 0． 18 0． 38 0 1 0． 24 0． 43 0 1

单亲照护 0． 16 0． 36 0 1 0． 30 0． 46 0 1

双亲照护 0． 55 0． 50 0 1 0． 36 0． 48 0 1

长相 6． 71 1． 61 1 10 6． 36 1． 51 1 10

普通话水平 3． 99 1． 16 1 5 3． 45 1． 22 1 5

农业户口 0． 44 0． 50 0 1 0． 75 0． 43 0 1

男性 0． 47 0． 50 0 1 0． 36 0． 48 0 1

年龄 40． 17 11． 57 16 60 46． 12 9． 66 16 60

年收入对数 7． 18 4． 86 0 14． 00 6． 75 4． 62 0 14． 51

体制内工作 0． 24 0． 43 0 1 0． 10 0． 30 0 1

已婚 0． 88 0． 33 0 1 0． 97 0． 16 0 1

受教育年限 10． 69 4． 80 0 23 8． 21 3． 97 0 19

健康程度 3． 79 0． 99 1 5 3． 56 1． 00 1 5

失业保险 0． 27 0． 44 0 1 0． 11 0． 32 0 1

东部 0． 51 0． 50 0 1 0． 52 0． 50 0 1

西部 0． 25 0． 43 0 1 0． 31 0． 46 0 1

中部 0． 24 0． 43 0 1 0． 17 0． 37 0 1

( 二)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我们分别采用线性概率模型( LPM) 和 Logit 模型对全样本、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3。表 3 前三列是 OLS 估计 LPM 的结果，后三列是 Logit 模型估计的各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

效应。可以看出，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差异不大，独生子女变量及主要控制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
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独生子女”( only = 1) 对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显著负影响。以 OLS 估计为例，

对总体样本而言，独生子女劳动力转移概率减少 12% ; 农业户口样本的独生子女劳动力转移概率减少

8. 6% ; 非农业户口独生子女减少 14%。符合理论预期。主要控制变量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但是，“单亲照护”和“双亲照护”变量并未对劳动力转移产生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 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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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均年龄约为 45 岁，即使父母健在也还未对子女产生较大的照护需求; 第二，非独生子女占样本的

绝大多数，他们不必始终在父母身边进行照护从而放弃劳动力转移。那么父母照护是否对独生子女

和非独生子女的劳动力转移存在异质性影响呢? 同时父母照护变量是否与独生子女变量之间存在交

互效应? 下面将进行检验。

表 3 独生子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估计

变量
OLS Logit

全样本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全样本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only
－ 0． 120＊＊＊ － 0． 086 2＊＊＊ － 0． 140＊＊＊ － 0． 132＊＊＊ － 0． 101＊＊＊ － 0． 152＊＊＊

( 0． 014 9) ( 0． 019 4) ( 0． 022 8) ( 0． 017 6) ( 0． 026 0) ( 0． 026 7)

singlecare
0． 013 4 0． 008 87 0． 025 3 0． 017 1* 0． 012 0 0． 027 9

( 0． 009 37) ( 0． 010 3) ( 0． 021 1) ( 0． 010 2) ( 0． 011 4) ( 0． 021 6)

doublecare
0． 020 9＊＊ 0． 025 4＊＊ 0． 013 1 0． 022 8＊＊ 0． 026 0＊＊ 0． 016 5
( 0． 010 4) ( 0． 011 7) ( 0． 021 9) ( 0． 010 7) ( 0． 012 0) ( 0． 022 6)

average
－ 0． 084 5＊＊＊ － 0． 091 7＊＊＊ － 0． 065 6＊＊＊ － 0． 077 8＊＊＊ － 0． 084 0＊＊＊ － 0． 062 4＊＊＊

( 0． 009 25) ( 0． 010 5) ( 0． 019 6) ( 0． 008 94) ( 0． 010 1) ( 0． 019 1)

marry
－ 0． 106＊＊＊ － 0． 138＊＊＊ － 0． 043 7 － 0． 084 6＊＊＊ － 0． 103＊＊＊ － 0． 042 5
( 0． 023 8) ( 0． 029 1) ( 0． 040 2) ( 0． 018 8) ( 0． 022 1) ( 0． 036 9)

beauty
－ 0． 018 9＊＊＊ － 0． 019 2＊＊＊ － 0． 015 9＊＊＊ － 0． 019 1＊＊＊ － 0． 019 3＊＊＊ － 0． 015 9＊＊＊

( 0． 002 53) ( 0． 002 83) ( 0． 005 56) ( 0． 002 60) ( 0． 002 88) ( 0． 005 67)

lan
0． 044 7＊＊＊ 0． 047 0＊＊＊ 0． 013 3 0． 047 2＊＊＊ 0． 048 0＊＊＊ 0． 014 0
( 0． 003 41) ( 0． 003 73) ( 0． 009 39) ( 0． 003 83) ( 0． 004 09) ( 0． 009 91)

male
－ 0． 028 9＊＊＊ － 0． 035 3＊＊＊ － 0． 009 65 － 0． 028 4＊＊＊ － 0． 034 3＊＊＊ － 0． 009 37
( 0． 008 23) ( 0． 009 35) ( 0． 017 0) ( 0． 008 37) ( 0． 009 64) ( 0． 017 0)

edu
0． 004 77＊＊＊ 0． 001 92 0． 011 2＊＊＊ 0． 005 19＊＊＊ 0． 001 76 0． 012 0＊＊＊

( 0． 001 12) ( 0． 001 28) ( 0． 002 72) ( 0． 001 20) ( 0． 001 39) ( 0． 002 78)

lnincome
0． 004 95＊＊＊ 0． 005 72＊＊＊ 0． 005 43＊＊＊ 0． 004 83＊＊＊ 0． 005 65＊＊＊ 0． 005 27＊＊＊

( 0． 000 898) ( 0． 001 02) ( 0． 001 97) ( 0． 000 900) ( 0． 001 03) ( 0． 001 95)

system
－ 0． 067 5＊＊＊ － 0． 051 9＊＊ － 0． 084 0＊＊＊ － 0． 056 5＊＊＊ － 0． 039 7* － 0． 081 4＊＊＊

( 0． 014 9) ( 0． 024 3) ( 0． 021 0) ( 0． 013 6) ( 0． 021 9) ( 0． 020 8)

health
－ 0． 014 4＊＊＊ － 0． 010 0＊＊ － 0． 032 8＊＊＊ － 0． 014 3＊＊＊ － 0． 009 75＊＊ － 0． 033 0＊＊＊

( 0． 003 86) ( 0． 004 23) ( 0． 008 99) ( 0． 004 00) ( 0． 004 42) ( 0． 008 85)

unemployment
0． 084 5＊＊＊ 0． 162＊＊＊ 0． 036 0* 0． 058 9＊＊＊ 0． 096 6＊＊＊ 0． 031 9
( 0． 015 6) ( 0． 026 2) ( 0． 020 7) ( 0． 012 5) ( 0． 018 0) ( 0． 020 1)

west
－ 0． 098 9＊＊＊ － 0． 102＊＊＊ － 0． 082 6＊＊＊ － 0． 099 9＊＊＊ － 0． 104＊＊＊ － 0． 082 1＊＊＊

( 0． 008 67) ( 0． 009 70) ( 0． 018 6) ( 0． 009 07) ( 0． 010 4) ( 0． 018 7)

middle
－ 0． 111＊＊＊ － 0． 121＊＊＊ － 0． 081 6＊＊＊ － 0． 108＊＊＊ － 0． 118＊＊＊ － 0． 082 2＊＊＊

( 0． 010 1) ( 0． 011 6) ( 0． 020 1) ( 0． 010 9) ( 0． 012 8) ( 0． 021 2)

样本量 11 839 8 638 3 201 11 839 8 638 3 201
Ｒ2 0． 082 0． 100 0． 046 0． 077 0． 096 0． 04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三) 独生子女劳动力转移的进一步检验

首先，本文理论模型的推论二认为，独生子女对父母照护存在父母年龄的“门槛”值，即跨过父母

年龄的“门槛”后，父母照护将成为独生子女劳动力区域转移的机会成本。表 3 中的 average 变量是样

本年龄均值的二元变量，系数显著为负，据此，我们推测，当样本中父母年龄较大时，会对独生子女的

劳动力转移产生负影响。由于样本中父母年龄的数据较为残缺，本文利用样本中子女的年龄进行划

分。由于所取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45 岁且最大年龄为 60 岁，本文在 45 岁的基础上，上调样本年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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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劳动力转移的交互效应检验: OLS

变量 基准模型
加入独生子女与单亲

照护和双亲照护的交互项

only
－ 0． 120＊＊＊ － 0． 062 2＊＊＊

( 0． 014 9) ( 0． 021 5)

singlecare
0． 013 4 0． 014 2

( 0． 009 37) ( 0． 009 56)

doublecare
0． 020 9＊＊ 0． 027 8＊＊＊

( 0． 010 4) ( 0． 010 6)

onlysingle
0． 005 08

( 0． 045 2)

onlydouble
－ 0． 111＊＊＊

( 0． 030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11 839 11 839

Ｒ2 0． 082 0． 083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51 ～ 60 岁年龄段。结果发现，独生子女的双亲照护

对其发生劳动力转移产生显著负影响，为 － 11． 3%，

这证实了本文理论模型的推论二。
其次，本文理论模型的推论三认为，父母照护与

独生子女的交互项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为负。为了

检验这一推论，我们加入独生子女与单亲照护和双

亲照护的交互项( onlysingle 和 onlydouble) 来检验交

互效应。表 4 中第二列 OLS 估计结果验证了交互效

应的存在。“独生子女”与“双亲照 护”的 交 互 项

( onlydouble) 对劳动力转移的负效应达到 11. 1%，而

此时“独生子女”变量对于劳动力转移的直接负效应

从 12%下降至 6. 22%。这表明，独生子女不愿意发

生劳动力转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需要担负双亲照护

责任而导致。而“单亲照护”与“独生子女”的交互

项( onlysingle) 不显著。
( 四) 独生子女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处理

想要准确识别独生子女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因

果关系，必须要处理独生子女家庭生育决策的内生

性［34］。具体到本文计量模型中，内生性主要的来源是遗漏变量，即存在着同时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和

子代劳动力转移的不可观测因素，如头胎子女的能力、家庭初始禀赋、父母对子女性别的偏好、父母的

社会地位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无法得到独生子女对劳动力转移回归的一致估计。因而我们试图去

寻找一个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一个可行的策略是选择“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独生子女”变量的工具变量。其理由是: 第一，

工具变量应该和模型中内生解释变量存在因果关系［35］，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大量独生子女家庭

的出现，因而满足强相关性假设;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个体家庭来说是外生强制施加的，其中一

部分家庭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安排而只能生育一胎，而这样的安排可以看作是“和随机分

配一样好”，因而满足了独立性假设; 第三，计划生育政策只能通过迫使家庭生育一胎子代这一唯

一路径来影响子代的劳动力转移，其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家庭子代的劳动力转移行为，故满足排他

性约束。
表 5 独生子女与劳动力转移: IV

变量

2SLS IVProbit

第一阶段
only

第二阶段
transfer

第一阶段
only

第二阶段
transfer

fahutime
0． 212 7＊＊＊ 0． 212 7＊＊＊

( 0． 010 1) ( 0． 010 1)

only
－ 0． 447 3＊＊＊ － 0． 224 7＊＊＊

( 0． 085 2) ( 0． 017 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1 839 11 839 11 839 11 839

Ｒ2 0． 087 0． 049 0． 087 0． 074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控制变量与表 3 基准模型一致。

因 此 我 们 借 鉴 了 刘 亚 飞 和 胡

静［36］的做法，利用计划生育政策作为

外生冲击，构造了受政策干预的虚拟

变量作为独生子女的工具变量。具体

做法如下: 首先，由于 1980 年开始的

计划生育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城镇户口

的人群，因而可以根据问卷中“您父亲

的户口类型”来识别父亲是否城镇户

口，我们利用“非农户口”和“居民户口

( 之前是非农户口) ”两个选项来确定。
其次，需要保证拥有城镇户口的父亲

大概率受到了政策的干预，但由于没

有父亲结婚的年份和兄弟姐妹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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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故将 1980 年时 40 岁以下拥有城镇户口的父亲看作会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强制干预的人群，进而

生成两者的交互项即“1980 年时 40 岁以下的拥有城镇户口的父亲( fahutime = 1) ”作为独生子女的工

具变量。
我们利用工具变量分别进行了 2SLS 估计和 IVProbit 估计。首先在表 3 线性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进

行了 2SLS 的 IV 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5 前两列所示，并同时计算了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和

Durbin-Wu-Hausman 统计量。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达到 444． 149，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Durbin-Wu-Hausman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小于 0. 000 1，也说明了独生子女是内生解释变量。2SLS 第一

阶段采用 OLS 估计，结果显著为正，满足了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假设; 第二阶段结

果显示，在使用了 fahutime 作为工具变量后，独生子女仍然对劳动力转移呈负向显著影响，此时独生

子女对劳动力转移的效应为 － 36%，从而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即独生子女变量会对劳动力转移产生较

大的负向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再采用 IVProbit 进行 MLE 估计，并计算了估计的平均处理效

应。IVProbit 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5 后两列所示，结论仍然成立。
( 六) 结果讨论

上述结果符合独生子女父母照护具有动态生命周期的理论预期。虽然少有文献直接研究独生子

女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但我们可以从已有研究关于独生子女与父母居住、独生子女的外出就业关系

等，来对比我们的实证结果。从父母照护的动态生命周期视角看，如果年龄偏小，如肖富群［26］的样本

年龄 21 岁，宋健和黄菲［28］的样本年龄 20 ～ 34 岁，那么独生子女父母需要照护更少，独生子女会离开

父母居住; 反之，如果样本年龄偏大，如蒋承和赵晓军［18］的样本年龄 48 岁，马焱和李龙［19］的样本年龄

41 ～ 43 岁，范红丽和陈璐［20］的样本年龄 45 ～ 53 岁，则父母照护对子女就业有显著负影响。本文的样

本平均年龄约 45 岁，处于年龄中段，证实了独生子女对劳动力转移的直接负效应，也证实了独生子女

通过父母照护传递的间接负效应，这与相关学者关于父母照护对劳动就业具有显著负效应［18-21］的结

论具有一致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 30 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特有的独生子女人口特征。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年

龄增大，社会将面临逐渐严重的老年照护与区域劳动力资源配置矛盾。本文通过建立家庭效用最大

化模型，合理修正了传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前提，并通过经验研究，试图理解独生子女是否对劳动力

转移造成负效应，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劳动力转移。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独生子女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具有直接负效应。无论是理论推演，还

是实证的结果都表明，独生子女变量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负影响; 解决了模型中独生子女变量的内生

性后，负向影响依然显著成立。第二，独生子女的父母照护是阻碍其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尽管总

样本的父母照护并未对个体劳动力转移产生负向影响，但 51 ～ 60 岁年龄段独生子女的“双亲照护”对

其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显著负影响; 而且独生子女与“双亲照护”的交互项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

效应。
本研究可以得到两个重要启示: 第一，“独生子女”和“父母照护”特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转移

的重要成本因素。第二，引申的政策启示是，如果政府对独生子女家庭及其父母照护进行社会支持，

不仅符合社会保障和公平标准，也可能促进独生子女的劳动力转移，符合经济效率标准。因此，基本

的政策方向是，通过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政府支持力度，提高机构照护、社会照护水平，来降低个

体的劳动力转移成本。具体来说，可以实施相应的“补”和“增”两类支持性政策，即一方面，对独生子

女父母要“有效补偿”，如老人照护的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对成年独生子女“增加待遇”，如父母护理假

等，促进独生子女的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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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Only Children More Ｒeluctant to Labor Mobility?
HU Yongyuan，TANG Hao，LIU Lu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Labor mobility behavior in one-child families is a unique issue within China＇s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abor force．
Using CLDS2016 data，based on the family utility maximization model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caring for parents，this paper at-
tempts to modify traditional labor transfer theory and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s and mechanisms of the one-child variable on
labor mobility． “Biparental care”not only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labor mobility of the one-child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teraction term with the one-child variable，which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labor mobility． Therefore，social support for the care of one-child families is not only necessary for social security and equity，

but also may be in line with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principle．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cost of individual la-
bor mobility，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promote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support，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 care and social care．

Key words: only child; parentscare; social care; labor mobility

—12—


